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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快速城市化促进了物质材料在建筑和基础设施中的积累，这种物质积累模式在促进城市系统工程发展以
及城市资源、废弃物管理和气候战略引导决策等方面，提供了一个重要但迄今为止在一定程度上缺失的
存量视角。由于缺乏足够的高空间分辨率数据，我们对城市间以及城市内部建成环境存量模式的现有知
识有限。本文利用多源地理大数据、机器学习和自下而上的存量核算方法，描述了中国 50个城市在
500 m网格细粒度水平上的建成环境存量。结果表明，尽管各城市之间由于社会经济、地貌和城市形态
特征的不同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中国许多城市的人均建成环境存量（平均为261 t）仍接近西方城市。这
主要归因于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建设热潮以及以建筑和基础设施为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城市扩
张往往更倾向于“垂直”（以高层建筑为主）而不是“水平”（扩展道路网络）。以天际线换取空间，反映了中
国城市内部建成环境存量发展的“集中-分散-集中”路径。这些结果为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城市化提供了
启示，为空间规划提供了信息，并支持了城市的循环经济和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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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化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全球性趋势之一[1‒2]。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将有 25亿农村居民迁入城市，其

中 90%来自亚洲和非洲。到 2050年，全球城市化率将达

到68% [3]。城市化代表了人口集中[4]、建设用地扩张[5]

以及（建成环境）建筑[6]和基础设施[7]中材料的积累，

这些因素共同定义了城市活动的物理空间，并提供了住房

和交通等关键服务[8]。城市建成环境的建设、维护和拆

除给城市带来了重大的可持续性挑战[9‒11]，如资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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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能源使用[13]、温室气体排放[14‒15] 以及建筑废弃

物的产生[16]。因此，了解城市建成环境存量发展模式，

对推进城市系统工程、循环低碳转型以及为全球南方国家

未来的城市化提供指导具有重大意义[17]。

以往关于建成环境存量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或

国家层面，特别是主要建筑材料（如钢铁[18‒19]和水泥

[20]）和行业（如建筑[21]和地铁[22]）的时间动态变化。

虽然在针对城市层面的研究上也进行了一定尝试[23‒25]，

但现有城市内部建成环境存量空间模式研究仍然有限，这

主要是由于缺乏高空间分辨率数据，而获得这类数据通常

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和人力[26]。新兴的城市大数据（如

兴趣点数据[27]）以及遥感和深度学习等技术 [28‒29]的

发展为填补这些空白提供了机会。然而，这些内容在文献

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实践场

[30]，它经历了城市建成环境的繁荣发展。这不仅促进了

经济增长，也提升了中国城市居民福祉。然而，建成环境

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挑战，如建筑废弃物的产生

[16,31]和温室气体排放[32‒33]。对不同发展水平城市之

间及城市内部建成环境存量进行全面评估，对中国促进新

型城市化高质量发展、建设无废城市、实现“2030碳达

峰，2060碳中和”的气候目标至关重要[33]。然而，中国

城市建成环境存量的现有表征集中于特定的建筑材料[24]

或行业[34‒36]，且缺乏空间分辨率。个别研究仅限于少

数城市（如北京[37]和上海[38]等大型城市）或特定的城

市区域（如沈阳的铁西区[39]），这些都无法支持跨城市

的比较。

本文旨在通过地理大数据、机器学习和自下而上存量

核算模型等城市系统工程方法来填补这些知识空白。本文

量化了 50个中国城市的建成环境存量，并探讨了城市之

间和城市内部的空间发展模式。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废弃

物管理、城市矿产开发、气候变化缓解、空间规划以及中

国城市循环低碳转型，并进一步为全球其他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启示。

2. 材料与方法

中国 50个城市空间化建成环境存量特征化的整体工

作流程如图1所示。首先收集多源地理数据，建立材料构

成系数（MCI）数据库，随后利用自下而上的存量核算和

机器学习方法，计算了50个中国城市在500 m细粒度水平

上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材料存量。最后，进行了空间分析，

揭示中国城市内部及之间建成环境存量发展的空间路径。

最后，通过空间分析揭示了中国城市间和城市内建成环境

存量发展的空间路径。

2.1. 范围和数据源

分析中考虑的建成环境存量包括不同类型的建筑，如

农业、商业、教育、历史、工业、混合、市政、停车场、

公共、住宅、体育和仓储建筑，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包括

道路、铁路和地铁。其他类型的基础设施，如港口和管

道，对城市建成环境存量的总量贡献很小，暂且忽略不

计。计算的参考年份为 2018年，同时基于多源大数据的

可用性，选择了 50个中国城市进行分析。这些城市涵盖

了所有省会城市以及在经济、文化和地理上具有重要地位

的城市。它们共同占据中国所有城市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 50%、人口的 32%和建成区的 15%，具备代表

性和充分性。

这 50个选定城市的重要数据集包括：建筑轮廓（来

自中国最大的在线地图门户百度地图）、建筑年龄（主要

来自房地产公司网站）、土地利用（基于中国基本城市土

地利用分类数据库[40]提供的 5个土地利用类别的 500 m

分辨率数据，其中北京、广州和深圳这三个样本城市基于

12个土地利用类别的 30 m细粒度数据）、兴趣点（POI，

来自中国最大的移动在线地图平台高德地图）、交通基础

设施（主要来自 OpenStreetMap）、网格化人口（来自

WorldPop的中国大陆数据集[41]）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主

要来自市级统计年鉴）（见附录A中的第S1.1~1.6节）。

基于工程量清单、专家访谈和文献等多种来源编制的

中国建筑 MCI 数据库，涵盖 1963—2017 年期间建造的

2000多座样本建筑。这些建筑被分为 12种建筑类型（农

业建筑、商业建筑、教育建筑、医疗建筑、工业建筑、混

合建筑、市政建筑、停车场建筑、公共建筑、住宅建筑、

体育建筑和仓储建筑）。道路和地铁MCI是根据中国多家

建筑公司提供的施工单据收集得到的（见附录A中的第

S1.7节）。

2.2. 基于自下而上和空间细化方法计算三样本城市的建筑

存量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选择北京、广州和深圳三个城市

作为训练样本。其中，这三个城市 12种建筑类型的 30 m

细粒度土地利用数据均是从相应的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收集

的（见附录A中的图S2）。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37]，对

这三个城市采用了自下而上和空间细化的建筑存量核算方

法，如等式（1）所示。考虑了十种建筑材料，包括水泥、

钢材、木材、砖、碎石、砂、沥青、石灰、玻璃和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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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mi =∑
mi

(BF i ´NF ´MCImi ) （1）
式中，MSmi表示第 i类建筑中材料m的建筑存量，BFi为

一层建筑占地面积（m2），NF表示建筑层数，MCImi为第

i类建筑中材料m的构成系数（kg·m−2）。

2.3. 基于机器学习估计其他47个城市的建筑存量

其他 47个城市无法获得建筑功能属性、建筑建造年

图1. 中国 50个城市 500 m细粒度建成环境存量特征的研究设计和工作流。MCI：材料构成系；POIs：兴趣点；MS：材料存量；GDP：国内生产总

值；ML：机器学习；DBSCAN：基于密度的聚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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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和 30 m细粒度土地利用数据等精确数据。因此，利用

机器学习模型，使用三个训练样本城市以500 m分辨率汇

总的网格化存量值估算建筑存量。首先结合建筑属性和

POI属性对每个网格进行向量编码，并利用随机森林模型

建立从网格向量到其材料存量的映射。该模型使用北京、

广州和深圳 80%的数据进行训练，剩余 20%的数据进行

验证，最终应用于估算其他 47个城市每个网格的建筑材

料存量值。

2.4. 交通基础设施存量计算

如等式（2）所示，根据铁路、地铁和道路的长度和

MCI，计算出所有 50个城市交通系统的材料存量。道路

包括五个等级：快速路、一级路、二级路、三级路和四级

路。在估算铁路和地铁存量时，考虑了铁路线、地铁线和

地铁站。

MSmj = (TL j ´MCImj ) + (S ´MCImS ) （2）
其中，MSmj为运输建设部门 j（公路、铁路、地铁）中材

料m的运输存量，TL j 为部门 j的运输长度（m），MCImj

为材料 m 在部门 j 的构成系数（kg·m-1）。S 为地铁站，

MCImS为地铁站S内材料m的构成系数。

2.5. 用于模式识别的空间统计数据

在空间统计中，使用 500 m ´ 500 m网格的材料存量

和人口值进行模式识别（见附录A中的第S3节），将拥有

前1%存量值的网格视为建筑存量中心，并使用基于密度

的聚类算法（DBSCAN） [42]将高存量网格聚集在一起

（见S3.1节）。计算了每个DBSCAN簇的离散指数，以量化

网格的空间离散程度（见附录A中的第S3.2节）。结合社

会经济数据计算城市人均建筑存量，可了解社会经济发展

对存量的促进作用；利用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可确定

网格级建筑存量的不均匀性（见附录A中的第 S3.3节）。

对所有 50个城市的网格存量分布进行拟合，发现无论城

市规模、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它们都符合双参数指

数分布（见附录A中的第S3.4节）。

3. 结果与讨论

3.1. 城市建成环境存量模式

2018 年中国 50 个城市的城市建成环境存量达到

110 Gt，大于2017年全球资源开采量（92 Gt）[43]。建筑

（64.3%）和道路（33.4%）是主要的建筑材料存量，而其

他基础设施只占很小的份额（2.3%）。以砾石（51 Gt）、

水泥（26 Gt）、砂石（17 Gt）和砖（12 Gt）为代表的非

金属矿物占材料总量的 96%。钢材（1.9 Gt）、木材

（0.6 Gt）、石灰（0.5 Gt）和其他材料（总计1.0 Gt）的使

用量相对较少（见附录A中的图S10）。

城市建成环境总存量从拉萨的 350 Mt 到北京的

6771 Mt不等。中国 50个城市中有 49个城市的存量（平

均为 2202 Mt，除去拉萨 350 Mt）和存量密度（平均为

4.97 t ⋅m-2）远高于许多西方城市。例如，欧登塞的存量

和密度分别为67 Mt和0.22 t ⋅m-2 [12]，维也纳分别为380 Mt

和 0.96 t ⋅m-2 [44]。而中国的人均存量（261 t）与西方城

市和国家基本处于同一水平——欧登塞为 329 t [12]，和

歌山为 247 t [12]，维也纳为 210 t [44]，帕多瓦为 209 t 

[45]，英国为272 t [46]（见附录A中的表S19）。造成这些

差异的原因是中国大多数城市规模大、人口多，但建成区

面积有限[47]，加之过去几十年以建设为驱动力的城市化

和以房地产为基础的经济发展[48]。

城市建成环境存量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中国城

市中分布不均匀（图 2和附录A中的图S11~14）。建成环

境存量大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35.88%）、北部

（18.58%）和西南部（11.66%），而南部（9.74%）、东北

部（9.56%）、中部（9.11%）和西北部（5.46%）的建成环

境存量较少（见见附录A中的第S15节）。值得一提的是，

建成环境存量最大的前10个城市全部分布在中国的主要城

市群中，其中杭州3.3 Gt，北京6.8 Gt；而长三角25.9 Gt，

京津冀都市圈17.9 Gt，两者占总量的62%。然而，东北城

市（323 t , 3.8 kg ⋅元-1）和西北城市（346 t, 4.0 kg ⋅元-1）

在人均水平和单位GDP水平上都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见

附录A中的图S16）。这主要与东北地区人口萎缩[49]和西

北地区人口密度低[50]有关，表明这些地区的物质占有率

并没有转化为经济增长[51]。对城市建成区的研究表明，

北方城市的存量密度最高（6.1 t ⋅m-2)，而西南和西北城

市的存量密度较低（平均约为 4.0 t ⋅m-2，见附录A中的

图 S16）。这反映了中国西部的地貌和社会经济特征，即

与东部相比，西部土地更丰富，人口密度更低[52]。

城市建成环境存量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线性统计趋

势证实，人口和面积较大的城市以及较富裕的城市（按

GDP计算）相较小而贫穷的城市趋向积累更多的建筑材

料（见附录A中的图S12~14）。这也反映在一个事实中，

即在使用基于城市发展因素（包括商业活力、交通便利

性、居民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适应性）的官方

分类系统将 50个城市分为六级（一线、新一线、二线、

三线、四线和五线）后，城市建成环境存量随着城市级别

和城市化率的提高而增加（见附录A中的图S11）。在此

背景下，人均存量（如重庆的174 t）、单位建成区面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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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如广州的 2.8 t ×m-2）和单位 GDP 存量（如深圳的

1.3 kg·元-1）较低的特大城市可能有各种可持续的存量积

累和社会经济增长路径，值得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便为

中国和其他尚未完全开发城市寻找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城市形态反映了城市的物理布局、结构和功能，是城

市建成环境中材料存量水平不同的重要驱动因素[53]。在

50个城市中，大多数建筑材料都储存在住宅区（43%）和

工业区（22%），其次是商业区（18%）、公共区（14%）

和基础设施区（4%）[图 3（a）]。然而，这些比例因城

市的社会经济特征而异。例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其公

共领域（如教育、文化和医疗）的存量占比最大（31%）。

泉州和佛山是中国南方两个重要的制造业城市，其工业领

域的存量占比最大，分别为 52%和 47%。此外，不同土

地利用类型的材料存量与土地面积之间的差异清楚地揭示

了城市形态对建成环境存量的决定作用。例如，一个普通

的商业区（通常是密集的高层建筑）只占土地利用的3%，

却贡献了总存量的 18%；而公共区域通常是稀疏的低层

建筑，占土地利用的 49%，但只贡献了总存量的 14% 

[图3（a）和（b）]。

研究表明，中国50个城市的建筑与道路（BtR）存量

比平均为5.47，明显高于欧洲城市（曼彻斯特索尔福德码

头为 3.45 [25]、欧登塞市中心为 3.13 [12]、哥德堡为

2.94 [54]）和工业化国家（日本为 1.65 [55]、德国为

1.12 [56]、奥地利为 0.91 [57]）。可见中国的路网密度较

低，这与中国在城市[58]和国家[59]层面的早期研究结果

一致，表明中国的城市扩张更倾向于“垂直”而不是“水

平”。通过更好的空间规划以及建筑和道路的智能设计与

整合，进一步完善尤其是住宅和商业区的道路和基础

设施，已成为优化城市服务和居民福祉的迫切需要

[图 3（c）] [60]。从空间上看，BtR比率较大的网格大多

位于城市中心，比率较小的网格则分布在城市郊区；网格

级的BtR比率遵循城市间的对数正态分布（见附录A中的

图S21）。

3.2. 城市内部建成环境存量的空间细化模式

在 500 m ´ 500 m 网格的高空间分辨率下[42]，使用

DBSCAN对网格化的建筑材料存量进行聚类分组，该方

法基于空间分布的紧密程度检测类别。相比之下，基础设

施材料存量一般遵循道路线路的分布，遍布整个城市。此

外，中国城市建筑材料存量的空间格局表明，城市发展存

在单中心集中、多中心分散和多中心集中三个主要阶段。

表1和附录A中的表S23分别列出了城市人均GDP从

70 649元、10 5964元和120 403元分别增加时，建筑材料

存量增长三个阶段的空间特征[集群数量、集群离散指数

（DI）和建筑材料存量基尼系数]。图4显示了代表性案例

城市（南阳、重庆、郑州和北京）的空间格局。

图2. 中国50个选定城市的城市建成环境存量（总数、建筑物和基础设施）。七个色轮代表按地区（北、东北、东、南、中、西南、西北）汇总的存

量，并附有按存量排序的相应城市。外环表示该区域各城市的城市建成环境存量总量，内环表示各城市的建筑存量与基础设施存量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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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较早期发展阶段的城市很少形成集群（11个处

于单中心集中阶段的城市中以南阳为例），该城市中数量

有限的高层建筑存量网格分布紧凑，离散指数相对较低

[DI = 9，图 4（a）]。

• 随着城市在现有网格中不断发展和积累材料（如新

城区和卫星城），越来越多具有大量建筑存量的网格出现

在城市郊区。这种多中心分散阶段的特点是集群扩散（从

2个增加到 28个）和离散指数增长（从 20增加到 221），

可在 22个城市观察到[图 4（b）和（c）分别以重庆和郑

州为例]。

• 不断增长的城市建成环境存量通过提升交通和电信

水平，吸引更多的人口和企业，促进城市经济发展，逐步

缓解城市的通信和流动性[61]。因此，建筑活动和建筑存

量集群在连接中心和郊区集群的附属中心出现。在这一多

中心集中阶段，包括北京在内的 17个城市的建筑存量集

群之间的距离较近（DI < 20）[图4（d）]。处于单中心集

中阶段的 11个城市分别是贵阳、海口、邯郸、兰州、拉

萨、临沂、南昌、南阳、乌鲁木齐、西宁和周口；处于多

中心分散阶段的 22个城市为保定、长沙、重庆、大连、

佛山、福州、哈尔滨、杭州、洛阳、南宁、南通、宁波、

青岛、泉州、石家庄、苏州、唐山、潍坊、温州、无锡、

银川和郑州；处于多中心集中阶段的 17个城市为北京、

长春、成都、广州、合肥、呼和浩特、济南、昆明、南

京、上海、沈阳、深圳、太原、天津、武汉、厦门和西

安。聚类数目、离散指数和基尼指数的平均值列于表中，

括号内为范围。

中国城市的建筑材料存量发展呈现出“均衡—非均

衡—均衡”的发展路径，与上述“集中—分散—集中”模

式相对应。这最初体现在基尼指数的变化上[三个阶段的

平均值分别为 0.58、0.65 和 0.58；见表 1 和图 4（e）~

（h）]。此外，50个城市的建筑材料存量增长呈现双参数

指数分布模式[以图 5（a）中北京、苏州和临沂的概率密

度函数为例，其他城市的详细情况见附录A中的第S3.4节

和附录A.6]。

图5（b）显示了50个城市在四个象限内的分布情况，

这四个象限分别由位置参数（水平方向上，低存量网格比

例增加）和规模参数（垂直方向上，存量分布均匀度增

加）定义，这两个参数分别是指数分布的两个参数。单中

心集中阶段（绿星）和多中心集中阶段（蓝星）的城市群

中心出现在第二象限。这表明建筑材料存量分布相对均

匀。相比之下，多中心分散阶段的城市群中心（橙色星）

位于第四象限。这表明建筑材料存量的空间分布相对不均

表1　中国50个城市500 m细粒度建筑材料存量空间特征

Categories

Monocentric concentration

Multicentric dispersion

Multicentric concentration

Properties

Cluster = 1 or

Cluster ≥ 2 and DI < 20

Cluster > 2 and DI ≥ 20

Cluster > 2 and DI < 20

Number of 

cities

11

22

17

Number of 

clusters

1 (1‒2)

11 (2‒28)

9 (3‒25)

Dispersion index

9 (2‒21)

70 (20‒221)

13 (9‒19)

Gini index

0.58 (0.40‒0.76)

0.65 (0.45‒0.79)

0.58 (0.46‒0.64)

GDP per capita 

(CNY)

  70 609

105 964

120 403

图 3.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城市建成环境存量相关值的统计分布。（a）存量份额；（b）土地面积份额；（c）建筑与道路（BtR）比率。存量是根据

500 m ´ 500 m网格的存量值汇总计算得出的（附录A中的第S3.6节）。如果一个网格有几种土地利用类型，则将共享面积最大的主导类型应用于整个

网格（附录A中的第S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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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具有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城市数量较多（50个城市中

有22个），说明需要优化城市建成环境存量的规划，加强

城乡地区的协调发展[62‒63]。在此背景下，建成环境存

量较高但较为均衡的城市（如长春，有 8个集群，DI为

13，GI为 0.46）可以为中国其他城市的存量积累路径提

供启示。

在分辨率为500 m的所有50个城市中，空间细化的建

筑材料存量和网格人口呈线性相关，且在较小的人口网格

（平均R2 = 0.98）和较大的人口网格（平均R2 = 0.94）间有

一个断点。这些断点是根据连续分段线性函数算法确定的

[64]，网格人口的断点大多在 1000~3000之间；图 4（i）~ 

（l）中的南阳、重庆、郑州和北京是为例证，其他城市的

详细情况请参见补充资料 S3.5节。研究表明，人口较少

的网格（Klow = 526）的存量增长率明显高于人口较多的

网格（Khigh = 98）。这意味着城市化初期需要投入更多的

材料。

3.3. 讨论与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许多城市的建成环境存量在人均

水平和单位面积水平上接近或高于工业化国家成熟城市。

这与早期关于中国主要建筑材料（如水泥[20,65]和骨料

[66]）在全国范围内存量模式的研究结果一致。这种模式

反映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建设热潮以及房地产和基础设施

驱动的城市化进程。由于人口众多、土地面积日益有限，

中国许多城市正在建设高层住宅和非住宅建筑，从而以天

际线换取空间。由此可见，从材料存量角度来理解城市发

展，为描述和了解城市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补充视角，这

很大程度在当前侧重于人口增长[67]和土地利用变化[68]

的城市化相关文献中是缺失的。

城市建成环境存量在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空间细化

模式清晰展现了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如人口和GDP）、地

貌（如位置和土地面积）和城市形态（如BtR比率和土地

利用结构）在决定存量的总量、行业分布和空间分布方面

的作用。因此，在设定建成环境建设的速度、促进建筑与

基础设施发展的协调以及制定空间规划和城市资源管理方

法时应充分考虑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69‒70]。这些

明确的时空模式可以为中国西部和世界其他城市未来的城

市化进程提供启示，以规避失衡阶段，避免空间锁定，同

时为公众、政府或行业利益相关者提供优化城市空间规划

图4. 500 m细粒度建筑材料存量空间格局——以南阳、重庆、郑州和北京为例。（a）~（d）建筑材料存量网格中不发达（城市存量网格从0到中等

值）、发达（城市存量网格从中等到最高值）、顶级（所有城市存量网格的前1%）和顶级集群（顶级网格的集群）的空间分布（网格分类详见附录A
中的第S3.1节）。（e）~（h）建筑材料存量的基尼指数。（i）~（l）建筑材料存量（带断点）与人口两阶段的线性相关关系（网格级，按升序排列）。

K代表不同线性分布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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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市系统工程的见解，实现智慧资源、废物和气候战略

以及城市的循环低碳转型。

这些对城市系统工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源和废物管

理方面。例如，通过绘制高分辨率的城市建成环境存量

图，可以深入了解城市资源效率，并预测未来产生的建筑

废弃物的数量、成分、位置和价值。目前，中国的建筑和

拆除垃圾大多被倾倒或填埋，仅有5%得到回收利用[71]。

考虑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持续的城市化和建设热潮，这

一挑战将进一步升级。通过研究高时空分辨率的建成环境

存量，了解城市资源地图[12]特征，可促进城市的循环转

型[72]。这包括基于空间和物流优化的废物管理和城市采

矿，力求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成本并实现再利用和再

循环。

此外，了解城市建成环境存量对气候的影响有助于讨

论城市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和减缓问

题。采用碳替代值（CRV）[73‒74] 估算城市建设过程中

产生的排放量，即使用当前技术和材料替换城市现有存量

所产生的排放量。据估计，50个选定城市的总体CRV排

放量为 32 Gt。这相当于 2019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60% [75]或202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90% [76]。北京

（2.29 Gt或1.61 t ⋅m-2）、上海（2.12 Gt或2.12 t ⋅m-2）、成

都（1.33 Gt 或 2.57 t ⋅m-2）、苏州（1.27 Gt 或 2.75 t ⋅m-2）

和天津（1.26 Gt 或 1.25 t ⋅m-2）的 CRV 排放量位居前五

位，与最高的城市建成环境存量相对应，且远大于欧洲城

市（如欧登塞的 11 Mt [73]）和澳大利亚城市（如墨尔本

的24 Mt [77]）。城市建成环境存量对于为居民提供基本服

务至关重要。这 50个城市的CRV排放量可作为中国其他

287个地级市达到相同服务水平的气候配额基准。在深圳

图5. 中国城市建筑材料存量增长的双参数指数分布模式。（a）北京、苏州和临沂的曲线；（b）~（c）位置参数μ决定低存量网格沿水平轴过渡程度和

比例，尺度参数θ表示按三个阶段划分的50个城市双参数指数分布曲线的坡度图水平和存量分布均匀度。（b）中的两条虚线表示μ和θ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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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都这两个以高科技和服务型经济为主的城市，观察到

相对较低的运营排放量和较高的CRV排放量。在此背景

下，经济发达、产业结构升级、运行排放低、建成环境存

量低、CRV排放低的城市（如附录A中的图S22第三象限

中的长沙、泉州、南通和厦门）可被视为中国乃至全球其

他中小城市低碳转型的典范。假设城市建成环境存量与社

会经济参数之间的相关性（附录A中的图S12~14）适用

于其他 287个城市，则中国城市的进一步扩张至少需要

251 Gt的建筑材料，相当于71 Gt的CRV排放量（或约为

中国目前年碳排放量的七倍[78]）。因此，中国迫切需要

采取促进排放密集型建筑材料（特别是钢材[79]和水泥

[80]）的技术创新、提高材料效率[81]、延长建筑寿命[31]

和优化空间规划[82‒83]等策略来减少城市建设过程中的

排放。所有这些都应从城市系统工程的角度纳入未来的模

型开发和政策制定中，以实现城市的循环低碳转型。

3.4. 方法验证和局限性

当数据不完整阻碍了传统的建筑存量计算时，本文提

出的机器学习方法为估计城市材料存量提供了一种快速有

效的方法，并设计了四种交叉验证来检验所提出的模型，

并探索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在四个不同的验证集中，模

型的预测误差分别为 0.23%、3.79%、0.119% 和 0.02%。

这表明，无论在哪个城市，这种基于网格的方法都能很好

地预测建筑材料存量。由于冬季取暖需求不同，中国南北

方的建筑材料构成存在一定差异。然而，大量的网格样本

以及覆盖北方（北京）和南方（广州和深圳）的三个抽样

城市，使得机器学习模型能够将建筑属性映射到抽样城市

的存量值，并对其他城市做出准确预测。

本文将 2018年城市建筑存量汇总结果与自下而上的

核算研究结果[84]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平均差异小于20%

（重庆 2.59 Gt vs 3.46 Gt，上海 4.19 Gt vs 4.75 Gt，天津

3.46 Gt vs 2.78 Gt）。研究认为，建筑类型分类和参考年份

可能是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此外，本研究的建筑存量结

果明显高于其他两项针对中国少数城市的研究[27,38]。这

种差距主要与不同的估算年份（本研究中为 2018年，之

前文献中为 2010年）以及这两项研究对非住宅建筑存量

的低估有关（见附录A中的表S19）。总体而言，本研究

首次大规模（50个城市）量化了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

城市建成环境存量。

本文提出的机器学习方法有助于估计城市间和城市内

部的材料存量，总体建模性能良好。不过，该方法也存在

一定局限性。首先，由于存在数据缺口，绝对存量结果不

可避免具有不确定性和局限性。理想情况下，MCI数据应

具体到每栋建筑或每个交通基础设施。我们收集了

1963—2017年间建造的 2000多个建筑样本，并使用平均

值得出了不同建筑类型的MCI。这种单位平方米指标非常

便于用于其他场景，但并不与建筑面积呈线性比例关系。

例如，大面积建筑的材料系数低于小面积建筑[85]。随着

建筑高度的增加，需要系数更高的材料来承受风和地震荷

载[86]。因此，建筑存量的绝对值往往有高达±30%的不

确定性。其次，数据收集过程可能会引入误差，如建筑物

的覆盖范围可能不完整，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矢量图可能

与实际情况不同，从而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在处理陶瓷

和玻璃等成分比例较低的材料时，机器学习模型的性能也

可能会受到影响。但由于它们对总量的贡献微不足道，其

影响相对可以忽略不计。最后，研究中使用碳核算数据库

（Carbon Emission Accounts and Datasets）和中国生命周期

基础数据库（Chinese Life Cycle Database）中基于过程的

排放因子，利用eBalance软件计算CRV。这并不包括与供

应链相关的环境影响。因此，由于排放核算中的截断误差

[87]，CRV可能会被低估。总体而言，本研究首次对城市

建成环境存量进行大规模量化，在解释结果时应考虑以上

局限性。

4. 结论

本文利用多源地理大数据、机器学习和自下而上的存

量核算方法，在500 m细粒度水平上对中国50个选定城市

的建成环境存量进行了描述。这种大规模的实证分析有助

于揭示中国城市因其不同的社会经济、地貌和城市形态特

征而在存量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中国城市建筑

材料存量发展遵循双参数指数分布模式和“集中—分散—

集中”路径。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城市化的特征描述和信息

获取提供了一个重要但迄今为止在很大程度上缺失的存量

视角。这不仅为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空间规划

的指导信息，还促进了城市系统工程向循环低碳城市转

型。该模型框架可以在更多城市中得到扩展和验证，从而

为中国和其他国家未来的城市化带来更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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